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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论古代中国西南主要指战国秦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历史上的西

南夷地区。西南夷“异俗殊风”〔１〕，其创造的绚丽多彩的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

特色。因地处边陲，且所在区域又是古代亚洲东南部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和族群迁徙走廊，故

对西南夷的考古研究除了应关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同内地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互动

和融合外，还需多着眼其与域外的各种往来及联系〔２〕。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接壤，又有元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以及伊洛瓦

底江等多条大河沟通，所以两地很早便有了文化上的联系〔３〕。就历史上的西南夷而言，其与

东南亚的联系曾非常密切。这方面文献记载虽少，但在考古学上却有较多反映。观察两地青

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常见各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此种现象，有些可能是

共同的文化渊源或相近的文化传统及习俗使然，但也有很多是由地区或族群间的各种交流造

成，此外族群迁徙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加强这方面的考察，不但可深化和拓展战

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上亚洲东南部的族群关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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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述赞。

白云翔：《在“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该讲话就汉代边远地区考古提出“一个立足点和两个着眼点”的研究思考，两个着眼点之一就是研究
当地与域外的交往问题。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迁徙及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情况，对认识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反映西南夷与东南亚联系的考古材料很多，但以青铜器的发现最为丰富。另外，对当时的

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及文化交流而言，青铜器的作用也更为突出。鉴于此，本文拟以考古发现

的青铜器为中心，并从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的视角展开研究。

一　青铜礼乐器

鼓、钟等大型青铜乐器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均较常见，在使用上，它们

多带有类似于中原地区的礼器的功能。

（一）铜鼓

图一　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早期铜鼓
１．楚雄万家坝 Ｍ２３∶１５９　２．晋宁石寨山 Ｍ１４∶１　３．江川李家山 Ｍ６９∶１７１　４．越南玉缕出土　５．越南右钟

出土　６．印度尼西亚展玉出土　７．泰国翁巴出土　８．柬埔寨波赫出土

　

铜鼓是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古代很多民族都铸造并使用的一种青铜乐器，常作为权威或

财富的象征，出现在政治、祭祀、战阵以及丧葬等场合或仪式中。一般认为，铜鼓起源于云南

中、西部，年代约为春秋时期，以万家坝型铜鼓为代表（图一，１），后来向东、南等方向传播，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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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为战国秦汉时期十分流行的石寨山（图一，２、３）、文山、东山等型铜鼓〔１〕。其中，东山型

铜鼓是东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２〕（图一，４、５），主要分布于越南北部，一度十分繁盛，铸造及

使用者为当地的骆越等族群。不过要指出的是，对于楚雄万家坝墓地等滇西青铜文化遗存的

断代，学术界还存在分歧〔３〕。其中就有学者提出，万家坝型铜鼓并不是原始铜鼓，也非石寨山

型铜鼓的源头，其与后者年代相近，并行发展〔４〕。可见，早期铜鼓起源及流变过程是个复杂问

题，尚待进一步究明。但不管怎样，从早期铜鼓的分布、铜鼓图像反映的生活习俗以及青铜制

造业发达的先后等多方面看，判断铜鼓的发源地在中国西南是没有问题的〔５〕。一些越南学者

认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事实上并没有依据〔６〕。所以，以骆越为主的东山文化人群在铸造、

使用铜鼓方面最初应受到了中国西南诸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可能主要与族群间的

接触、交流有关。有学者指出，使用铜鼓的民族可能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渊源和习俗〔７〕，甚至

族属或族源相近〔８〕。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铜鼓的起源、传播和发展。

此外应注意的是，东山型铜鼓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且矿料来源和西南夷地区的铜鼓有所

不同〔９〕，但其基本形制与石寨山型、文山型等铜鼓是颇为接近的，并有不少共同或相似的装饰

元素，如各种几何纹及芒纹和竞渡、羽人、翔鹭等纹饰。所以，铜鼓在越南北部虽有进一步发

展，但绝不是孤立进行的，在鼓的设计及铸造上，当地骆越人与滇、句町等西南夷族群应不乏交

流。

越南中、南部以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图一，６）等地都发现过

早期铜鼓，但不及中国西南和越南北部发达，因此一般认为，它们多是由这两地传播而来的，或

是受其影响在当地出现的〔１０〕。不过，对于这些铜鼓的传播，以往多推测是通过贸易、赠予等途

径实现的，或有失偏颇。首先，从早期铜鼓的功能看，其既非日用品，也不是用于享受的奢侈

品，所以作为普通货物或贵重礼物运至远方的可能性不大。其次，从发现地点看，它们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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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李昆声、黄德荣：《论黑格尔Ⅰ型铜鼓》，《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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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文化属东南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分布于越南北部，年代与滇文化相当，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９７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该文化遗址中出有大量铜鼓，包括一些小型
化的明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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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章：《楚雄万家坝墓群及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探讨》，《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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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贸易线路及贸易中心无明显对应关系。有学者对越南中、南部和柬埔寨一带出土的黑

格尔Ⅰ型铜鼓（早期铜鼓的主要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大多出自内陆地区，而很少见于古代

沿海贸易中心附近〔１〕。可见，贸易和馈赠应当不是早期铜鼓在东南亚传播的主要途径。值得

注意的是，与这些铜鼓共出的经常有来自西南夷或东山文化区的其他文化因素，包括一些特殊

的埋葬方式，如泰国翁巴（Ｏｎｇｂａｈ）洞穴遗址发现的黑格尔Ⅰ型铜鼓（图一，７）与船棺葬并

出〔２〕，柬埔寨波赫（Ｐｒｏｈｅａｒ）墓地出土的早期铜鼓（图一，８）与套头葬等可乐文化葬俗共

存〔３〕。这些都表明，早期铜鼓在东南亚的传播可能主要是伴随着族群迁徙而进行的。联系到

秦汉帝国开拓、经略中国南方的历史背景，西南夷和骆越中的部分人群特别是一些上层人士可

能曾多次向东南亚各地迁徙或逃亡，铜鼓在这些地方的出现应与此有密切关系。

（二）羊角钮铜钟

羊角钮铜钟与一般的铜钟结构相似，但因顶部两侧歧出羊角状钮而得名，另外其外形如

半截橄榄或半个椭圆体，亦很有特点。有学者指出，羊角钮铜钟虽很有特色，但仍属中国先秦

乐钟体系，是一种地方型乐钟〔４〕。

在中国境内，羊角钮铜钟主要发现于云贵高原及两广、湖南等地，集中分布在元江、西江和

湘江流域〔５〕。在云南楚雄〔６〕（图二，１）、晋宁〔７〕、广南〔８〕以及广西西林〔９〕（图二，３）等地发

现的西南夷墓葬中，均有随葬羊角钮铜钟的。此外，云南新平、元江、麻栗坡（图二，２）、西畴等

地〔１０〕以及贵州安龙〔１１〕也出土过此类铜钟，推测多为西南夷的遗存。羊角钮铜钟经常多件一

起出土，如楚雄万家坝 Ｍ１在腰坑内置一套六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可见其类同于内

地的编钟，具有礼器功能。

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区也发现不少羊角钮铜钟（图二，４、５），永福省大村（Ｌａｎｇ　Ｃａ）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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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遗物
１－５．羊角钮铜钟（楚雄万家坝 Ｍ１∶１３、麻栗坡江东出土、西

林普驮出土、越南鼎乡Ｂ１２９－２、越南兴安出土）　６．羊角钮钟

陶范（越南大村 Ｍ４２出土）

　

还出土过其陶质铸范〔１〕（图二，６）。这些羊

角钮铜钟在形制上与西南夷地区所出大体相

同，但外壁纹饰有一定区别。西南夷地区的

多饰人面纹及牛、鼍等动物纹，而越南北部的

多饰鹭鸟纹。可见，它们应多是当地铸造的。

有学者曾统计越南北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约

有九件〔２〕，但由于很多资料尚未公布，且存

在大量非发掘品，其实际数量当不止这些。

笔者在越南北部考察和参观时，所见羊角钮

铜钟不下数十件。

值得注意的是，羊角钮铜钟常与铜鼓一

起出土，如楚雄万家坝 Ｍ１、晋宁石寨山 Ｍ６

以及广南牡宜和西林普驮的句町贵族墓均是

如此。位于越南北部义安省的鼎乡（Ｌａｎｇ

Ｖａｃ）墓地，亦既出土羊角钮铜钟又出土东山

型铜鼓〔３〕。在广西左江岩画中，可见羊角钮

钟和铜鼓放在一起的场景〔４〕。这些都暗示，

两种器物之间可能有某种内在联系。有学者

提出，羊角钮铜钟和早期铜鼓是一对孪生子，都是由滇西向东、向南传播的，只是前者没有后者

那么强的生命力，西汉以后就逐渐消失了〔５〕。实际情况是否如此，鉴于楚雄万家坝墓地等滇

西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目前看来，至少在分布

上，羊角钮铜钟并不像铜鼓那么广泛，特别在西南夷地区，其实际主要发现于元江流域和滇东

南一带。另外，西南夷地区还出土很多半环钮的铜（编）钟，且经常与铜鼓共出，表明对西南夷

来说，羊角钮铜钟并不是铜鼓的固定搭配。由此可见，羊角钮铜钟的出现尽管与中国的乐钟文

化有关，但具体的源流及传播途径仍需要进一步探究。当然不管怎样，羊角钮铜钟的铸造和使

用，同样反映了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族群间的联系，由其发现和分布可以看出，分布于元江流域

和滇东南的西南夷族群与越南北部的骆越关系尤其紧密，彼此交往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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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３９９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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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Ｎｇｈｉａ　Ｄ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ｇｈｅ　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Ｔｏｋｙｏ，２００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左江岩画》，３３、３４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蒋廷瑜：《羊角钮铜钟初论》，《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５期。



二　青铜容器和炊具

在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中，均能见到容器和炊具，且有一些相同或类似的发

现，重要的如铜提筒、束腰铜盒及立耳敞口铜釜等。

（一）铜提筒

图三　滇文化提筒形铜贮贝器与越南出土铜器
１、４．贮贝器（呈贡天子庙 Ｍ４１∶１０１、呈贡天子庙 Ｍ４１∶

１０３）　２、３．提筒（越南陶盛出土、越南万盛出土）

　

铜提筒是一种圆筒形的青铜容器，为东山

文化的典型铜器，大量发现于越南北部（图三，

２、３）。两广地区汉代尤其是南越国时期的遗存

中也出土过不少铜提筒，它们可能是受骆越人

的影响在当地仿制的，也可能是通过贸易、进献

由越南传入〔１〕。

西南夷地区也偶有铜提筒出土，见诸报道

的有两件，出自云南个旧黑蚂井和广南牡宜。

黑蚂井的铜提筒为采集品〔２〕，出土地点是一处

主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汉式墓遗

存〔３〕，其形制和纹饰均接近两广地区出土的同

类器，可能来自于岭南地区。牡宜铜提筒为农

民犁地时挖出，器形、纹饰不详，出土地点是一

处战国至西汉时期墓地，可能为句町的遗

存〔４〕。句町邻近骆越，由此可看出二者关系的

密切。

滇文化中有部分筒形铜贮贝器，造型和铜

提筒颇为相似，典型的如呈贡天子庙 Ｍ４１出土

的三件，器身形制及纹饰与铜提筒相近，只是

盖、耳、足等细部结构略有差异〔５〕（图三，１、４）。

这种贮贝器的制作应当受到了铜提筒的启发，甚至可能就是由铜提筒改制而成的。其一方面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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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９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个旧黑蚂井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之
二）》，云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发掘报告称这三件铜器为提筒，但其内发现
海贝，且器形与铜提筒略有差异，应为提筒形贮贝器。



图四　滇西横断山区出土束腰铜盒
１．昌宁大甸山 Ｍ３∶５　２．泸水蛮英ＮＪ００４８３出土

　

说明滇人在青铜器制造中吸收外来文化因

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与越南北部骆

越之间应有较多的联系。

（二）束腰铜盒

束腰铜盒由盖、身扣合而成，整体近扁

长方体，呈束腰状。盒盖和盒身多带环钮，

以两侧居多。器表饰菱形纹、涡纹和圆圈

纹。在中国境内，此种铜盒只见于滇西横

断山区，包括昌宁〔１〕（图四，１）、隆阳〔２〕、

腾冲〔３〕、泸水〔４〕（图四，２）等地，过去都是

农民挖地时偶然出土，近年来昌宁大甸山

墓地发掘出土了多件〔５〕，确定其年代不晚

于汉代。从分布及年代看，这些束腰铜盒

可能是历史上生活于滇西横断山区的哀牢夷的遗物〔６〕。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为农耕定居民族，有王，东汉时归附汉朝，汉朝先于其地设西部属

国，后置永昌郡。大甸山墓地所出束腰铜盒均见于规格较高的土洞墓，其他零散发现者一般也

与钺、案等铜器共同出土，可知其为贵重物品，当为哀牢上层人物所有。此种铜盒的用途尚不

清楚，过去或称为箭盒，但从结构看显然不妥。

近年越南发现一些束腰铜盒，结构与昌宁大甸山所出颇为相近，很值得关注。其中有两件

出土于越南南部同奈省云舟山（Ｎｕｉ　Ｍａｙ　Ｔａｕ）〔７〕（图五，１），出土时与多件带翼铜戈及圆形碟

状铜乐器同放于一陶罐中，结合所在区域即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青铜文化分析，应为公元前后

即中国汉代的遗物。两件铜盒器形略小，器身瘦长，圆润，钮等细部结构及纹饰与大甸山出土

有一定差异，不过就基本结构和整体风格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彼此应有联系。根据这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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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的青铜器》，《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３期；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
铜器综说》，《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１００、１０１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李正：《试论腾冲出土的青铜案与“滇越”之关系》，《云南文物》第３３期，１９９２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７４、７５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山市博物馆、昌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杨勇：《滇西横断山区汉代考古发现及研究》，《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图五　东南亚出土铜器
１．束腰盒（越南云舟山出土）　２．盒（缅甸拜迪根出土）

或可推测汉代前后哀牢文化曾向南传播

进入中南半岛，并沿湄公河南下到达越

南南部。在距云舟山仅数十公里的行棉

（Ｈａｎｇ　Ｇｏｎ）遗址还出土过和昌宁大甸

山相近的铜牛角〔１〕（图六，１、２），而此种

铜牛角目前在其他地方均未发现，可进

一步说明两地的联系。至于哀牢文化进

入中南半岛的背景，因资料有限暂无法

深入讨论，但从多方面看，族群迁徙可能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有学者

图六　出土铜牛角
１．昌宁大甸山 Ｍ１８∶４　２．越南行棉出土

推断哀牢夷与濮系民族关系密切〔２〕。而一

般认为，上古的濮人就是后来的僚人〔３〕。

《史记》、《汉书》中均未见关于哀牢的记载，

“哀牢”一名可能是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而

其音和“僚”相近。值得注意的是，湄公河流

域的老挝过去称寮国，在明清时期中国及越

南的一些史籍如《皇明象胥录》〔４〕、《大越史

记全书》中又称哀牢〔５〕。这一方面旁证了哀

牢和僚相通，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书中提到

的哀牢与今天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有着

渊源关系〔６〕。而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哀

牢于六世纪时便已出现在了老挝。这样的

话，汉代前后哀牢夷沿澜沧江等河流向南迁

徙进入中南半岛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上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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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云南濮族考》，《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２２、２２１页，中华
书局，１９８７年。

蒙默：《为僚说（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１期；田曙岚：《论濮、僚与仡佬的相互关系》，《思想战线》

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明代茅瑞征所撰《皇明象胥录》卷三《安南》载：嘉靖九年（１５１０年），“（莫）登庸立子方瀛为国大王，而僭称太上皇，率
兵攻蟪清化，蟪败走义安及葵州，复穷追，走入哀牢国，哀牢即老挝也”。

十五世纪成书的越南官修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赵越王纪》载：“先是，南帝避居屈獠之时，天宝与族将李佛子率三万
人入九真。陈霸先追击之，天宝兵败，乃收余众万人，奔哀牢境夷獠中。见桃江源头野能洞地广衍沃可居，筑城居之，

因地名建国号。至是众推为主，称桃郎王。乙亥八年（梁绍泰元年，５５５年），桃郎王卒于野能国。”

何平：《哀牢族属再议》，《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图七　西南夷地区出土立耳敞口铜釜
１．江川李家山 Ｍ８６∶０５２　２．广南牡宜白崖脚 Ｍ１∶４

　

面提到，越南出土的束腰铜盒较之滇

西所出在形制、纹饰等方面已有一些

变化，亦表明此种文化传播与贸易等

途径无关，将之视为族群迁徙过程中

的文化变异似比较合理。

缅甸北部发现过一件由盖、身套

合而成的铜盒（图五，２），出土于伊洛

瓦底江支流———萨蒙河（Ｓａｍｏｎ　Ｒｉｖ－

ｅｒ）附 近 的 拜 迪 根 （Ｂａｄｉｇｏｎ）遗

址〔１〕。与滇西出土的束腰铜盒相

比，此件铜盒器身较方，腰腹部略向外鼓，不过其基本结构还是相似的，且盒身两侧带环钮，器

表纹饰风格相近，因此笔者判断它们之间应有一定联系。实际上，除了这种铜盒，包括萨蒙河

流域在内的缅甸北部还出土不少滇西等地常见的荷包形铜钺，并发现类似于昌宁大甸山的不

对称形铜钺（详见下文）。因此，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缅北与滇西之间应有较多的文化联

系。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古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东汉置永昌郡

后，境“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越即缅甸族之古称，至今仍是缅甸主体族

群〔２〕。《南中志》还记载：“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扈栗遣兵乘船南攻鹿。”有学者

认为，鹿就分布于伊洛瓦底江一带，为当时哀牢西境称邑王者〔３〕。可见，汉代前后缅北和滇

西诸族群关系密切，且常有往来和互动。另外，这两地都处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贸易通道

也促进了彼此间的联系。就拜迪根出土的铜盒而言，由于其形制有所变化，推测是当地居民受

哀牢文化影响而仿制的器物。

（三）立耳敞口铜釜

在西南夷地区的考古遗存中，常见一种立耳敞口的铜釜，束颈，沿上竖立双辫索状耳，

有的耳上再立鸟、马等圆雕装饰，多平底，少数近圜底，部分外底饰十字界格和四个矮足状

的对称乳丁，个别内底饰鱼纹 （图七，１、２）。这种立耳敞口铜釜出现于西汉时期，以西汉

中晚期最为流行，东汉早期仍在使用，可能由西南夷特有的鼓形铜釜演变而来，除见于滇文

化以及其他西南夷墓葬外，在云贵高原的很多汉式墓以及四川、重庆、广西的一些汉文化遗

存中也时有出土〔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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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华阳国志校补图注》，３２３－３２８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２１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杨勇：《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遗存中铜釜的考察》，《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图八　越南富寿出土立耳敞口铜釜

　　越南北部也发现不少立耳敞口铜釜，主要出土

于富寿〔１〕（图八）、北宁、兴安和河内〔２〕等地，形制

特征与云贵高原所出基本一致，有的立耳上也有鸟

等圆雕。由于东山文化中极少见铜釜，所以基本可

判断这些立耳敞口铜釜多是从西南夷地区传入的。

结合立耳敞口铜釜在西南夷地区的出现和发展情

况分析，这些铜釜进入越南北部的时间估计在汉武

帝开西南夷以后，与西南夷中的一些族群向南迁徙

有关。

三　青铜兵器和工具

青铜兵器和工具在西南夷地区及东南亚均有大量出土，它们风格独特，形制多样，其中还

有很多相同或相近的类型。

（一）一字格铜剑

此类铜剑是西南夷系统铜剑中数量较多的类型，其基本特征是格呈长条状，形如一字，另

外多空首呈喇叭口状，曲刃。一字格铜剑在晋宁石寨山〔３〕、江川李家山〔４〕等滇文化墓地以及

滇东高原的很多西南夷遗存中均有较多出土（图九，１－３），另外滇东南和贵州、广西两省区的

西部以及越南北部（图九，４、５）也有发现，可见其分布甚广。

越南北部出土的一字格铜剑过去多认为是东山文化的遗物〔５〕，但实际其中有一部分无论

在形制还是纹饰上都与西南夷地区所出相同，笔者推测它们是通过各种交流或随族群迁徙从

西南夷地区输入的；另一部分一字格铜剑风格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茎首呈封闭式蕈状，剑身

中部较宽，纹饰也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可能为骆越人的仿制品。东山文化中常见的铜剑主要有

人形雕像茎首剑、镂空壶形茎剑和“Ｔ”形茎剑等，剑格两端多下卷，当地一字格铜剑的制作和

使用显然与西南夷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镂空牌形茎首铜剑

此类铜剑形制比较特别，突出特征是茎首有一呈镂空牌形的装饰物。在西南夷地区，此类

—６４３—

　 考古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３５７、３５８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５９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２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
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河内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



书书书

图九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一字格铜剑
１．江川李家山 Ｍ６８Ｘ２∶２１　２．陆良薛官堡 Ｍ８０∶２　３．师宗大园子 Ｍ１２∶５

４．越南大村出土　５．越南太原出土

　

图一　西南夷地区
出土器物

１．镂空牌形茎首铜剑（赫章可

乐 Ｍ３０８∶３）　２、３．铜柄铁剑
（广南小尖山出土、赫章可乐

Ｍ２７４∶９２）

　

铜剑仅出自黔西北的赫章可乐，是可乐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兵器〔１〕

（图一，１）。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后来还发展出茎部形制相

同的铜柄铁剑（图一，３），并向外流传。云南昭通〔２〕、晋宁〔３〕、

江川〔４〕、曲靖〔５〕、陆良〔６〕和广南〔７〕（图一，２）等地均零星出土

过可乐文化的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其中除个别外，形制、风格

均与可乐所出相同。

令人关注的是，近年越南北部的清化、义安等省即马江和朱江

流域也出土了一批镂空牌形茎首剑〔８〕。据发表的资料及笔者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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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越
南清化出土

镂空牌形茎

首铜柄铁剑

　

所见，这些剑以铜柄铁剑居多，整体造型及风格很接近可乐文化的镂空牌形茎

首剑，但细部结构和装饰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图一一）。从多方面看，越南所

出镂空牌形茎首剑年代相对较晚，约在东汉时期，笔者推测它们应源自可乐文

化，但不是直接的输入品，而是在当地制造的，制造者为南迁的可乐文化人

群〔１〕。此种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在泰国东北部的程逸府也偶有发现〔２〕，估

计是由越南北部传入的。另外上文提到，柬埔寨的波赫墓地近年发现了套头葬

等可乐文化的葬俗，说明可乐文化人群曾迁徙至中南半岛的南部。

《后汉书·循吏列传》记建武初任延为九真太守，善治，“于是徼外蛮夷

夜郎等慕义保塞”。《孝安帝纪》和 《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初元年 “九真

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之事。汉代九真郡位于今越南清化、义安和宁平一

带〔３〕，正是越南镂空牌形茎首剑的主要发现区域。而曾有学者指出，“九真

徼外夜郎蛮夷”是汉成帝时夜郎王兴被杀后，因受句町等族所迫，从郡

迁徙而来的〔４〕。目前对可乐文化的族属特别是其与夜郎的关系仍有不少争

论，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如此契合似乎不是偶然。总之，越南北部发现的

镂空牌形茎首剑既反映了西南夷族群向东南亚的迁徙，也为夜郎考古和夜郎

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云南晋宁原昆阳磷肥厂出土的一件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现藏云南省博

物馆，茎部形制、纹饰与越南北部出土的同类剑风格相近。此剑很可能由越南

北部输入，而非直接来自可乐文化。

（三）牵手人纹无胡铜戈

此类铜戈无胡，一般于内部和援本部饰减地浅浮雕牵手人纹，也称蛙人纹、

人首鱼纹或蹲踞式人形纹〔５〕。对于该纹饰的含义，学术界说法不一，通常认为

与宗教信仰有关。在西南夷地区，牵手人纹无胡铜戈出土较多（图一二，１－３），

从地域分布看，与一字格铜剑颇为接近，或说明二者可能有着共同的族属或其他某种内在联

系。在贵州西部的普安铜鼓山遗址还曾出土过制作此类铜戈的模和范〔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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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牵手人纹
无胡铜戈

１．江川李家山 Ｍ２１∶６８　２．陆良薛官堡 Ｍ１４０∶５

３．赫章可乐 Ｍ３１７∶１　４．越南和平出土

　

越南富寿〔１〕、和平〔２〕、河西〔３〕等地也出土过少量

牵手人纹无胡铜戈（图一二，４；图一三，１），形制、纹饰等

与西南夷地区所出完全一致。不难推测，这些铜戈多是

由西南夷地区传入的。

（四）带翼铜戈

此类铜戈的援后部有两面对称的翼状物，呈片状向

斜后方张开，除装饰作用外，可能还有助于固定。西

南夷地区的带翼铜戈多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滇东

高原以及元江流域和滇东南也有发现，一般有胡，饰涡

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和孔雀翎纹等（图一四，１－３）。个

旧石榴坝墓地〔４〕和华宁小直坡墓地〔５〕出土的带翼铜

戈不仅数量多，且有不少无胡或胡极短而近似于无胡的

（图一四，４）。带翼铜戈也见于巴蜀地区，且战国早期便

已出现〔６〕。巴蜀地区的带翼铜戈有相当一部分饰虎

纹，虎头位于援后部，虎耳呈立体状向后斜竖，如双翼般

以包〔７〕。所以，西南地区的带翼铜戈最初很可能源

于巴蜀文化的虎纹戈。

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同样出土不少带翼铜戈，南部

的同奈等地以及泰国也有发现〔８〕。这些带翼铜戈在翼的结构上与西南夷地区所出大体相同，

但戈的自身形制及纹饰却别具特点。形制方面，东山文化的带翼铜戈援部多明显上扬，与胡的

夹角较大，有的甚至无夹角，整个戈身似一不对称的长三角形（图一四，５、６）。越南南部和泰国

出土的带翼铜戈一般体量较大，援部多较细长，有的呈弧形（图一三，２；图一四，７、８）。纹饰方

面，除涡纹外，越南尤其是北部东山文化的带翼铜戈上还常见鸟、兽等动物纹。尽管如此，从戈

的总体传播方向及带翼铜戈的起源看，东南亚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来自北方特别是西南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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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东南亚出土铜戈
１．牵手人纹无胡戈（越南富寿出土）　２．带翼戈（泰国

南勐出土）

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主要由族群间

的交流引起，在此过程中，当地族群吸纳

了戈上加翼的做法，并大量运用到自己的

铜戈制造中。

（五）不对称形铜钺

此类铜钺的基本特征是刃部呈不对

称形，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和

岭南地区，以战国秦汉时期最为流行。西

南夷地区的不对称形铜钺大多出自云南，

除滇池地区外，还见于滇东南以及滇西高

原和滇西横断山区〔１〕（图一五，１－４）。

不对称形铜钺的分布向南延伸至东

南亚，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等

地均有发现〔２〕。其中越南北部东山文化

的不对称形铜钺尤为发达，不仅出土数量

惊人，在斧钺类铜器中占绝对多数，而且

使用也很广泛，除了礼仪和宗教功能外，

还普遍用作工具和兵器，因此被视为该文化的典型铜器之一（图一五，６－８）。

关于不对称形铜钺的起源地，国内学术界有江浙说〔３〕、滇西说〔４〕等多种。也有学者提

出，不对称形铜钺与铜鼓一样，在当时有多个制作中心〔５〕。笔者认为，不对称形铜钺的源流问

题比较复杂，现在还很难说清，但从其分布看，西南夷与当时的东南亚是有较多联系的，或如一

些学者所言，铸造和使用不对称形铜钺的族群可能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习俗〔６〕。除此之外，

观察各地不对称形铜钺的形制和纹饰亦可看到一些具体联系。如滇东南出土的不对称形铜钺

刃部多呈斜扇形，而类似铜钺在越南北部也不少见。又如缅甸北部元甘（Ｎｙａｕｎｇｇａｎ）〔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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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带翼铜戈
１ ．江川李家山 Ｍ１３∶１　２．曲靖八塔台二号堆 Ｍ１１８∶１　３．元江打篙陡 Ｍ３０∶２　４．华宁小直坡 Ｍ３０２∶１　５．越南象山

出土　６．越南安兴出土　７、８．越南同奈龙交出土

　

林（Ｈａｌｉｎ）〔１〕等遗址发现的不对称形铜钺（图一五，５）与滇西昌宁等地所出非常接近。显然，

这些都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密切往来有关。

（六）荷包形铜钺

此类铜钺一般有肩，刃部略呈椭圆形，有的腰部微束，整体形如荷包。如众所知，荷包形铜

钺多见于巴蜀地区，是战国至汉初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但在川西南盐源〔２〕以及滇西楚

雄〔３〕、云龙〔４〕（图一六，１、２）、昌宁〔５〕（图一六，３、４）、福贡和泸水等地〔６〕，也出土不少荷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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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不对称形铜钺
１．晋宁石寨山 Ｍ６∶６６　２．祥云大波那 Ｍ２∶２９　３．昌宁长洼子出土　４．麻栗坡南温河出土

５．缅甸元甘出土　６．越南东山出土　７．越南越池出土　８．越南铺卢出土

　

图一六　西南夷地区出土荷包形铜钺
１、２．云龙坡头村出土　３、４．昌宁白沙坡出土

　

铜钺，其年代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１〕。

考虑到滇西等地青铜斧钺与巴蜀文化的

紧密关系〔２〕，这些荷包形铜钺也有可能

源自于巴蜀文化。当然，由于形制略有变

化，且纹饰有地方特点，它们多应是在本

地铸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北部也发现荷包

形铜钺〔３〕，形制与滇西等地所出非常相

近。其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

尤以萨蒙河流域多见（图一七，１、２），相关

遗址多属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结合前文对拜迪根出土铜盒及荷包形铜钺传播方向的讨

论，不难推断这些荷包形铜钺应与滇西有关。这种联系甚至可追溯至巴蜀地区，因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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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东南亚出土遗物
１、２．荷包形铜钺（缅甸萨蒙河流域出土）　３．石范（缅甸科科卡拉出土）

４－６．蕈状铜钺（缅甸哈林出土、缅甸北部出土、泰国班诺洼Ｂ２９０出土）

　

缅甸北部的元甘等遗址还出

土过类似巴蜀风格的柳叶形

铜剑和铜矛〔１〕。不过，萨蒙

河流域出有铸造这类铜钺的

石范〔２〕（图一七，３），说明它

们多是当地铸造的。当然，

铸造者除了受滇西青铜文化

影响的当地居民，很可能还

有来自滇西等地的工匠。

（七）蕈状铜钺

此类铜钺一般竖銎较

长，少数銎口较宽，弧刃近半

圆形，有的刃端较圆润，整体

如倒置的蕈状。在西南夷地

区，蕈状铜钺主要见于滇西

高原、滇西横断山区以及滇

西南和滇东南（图一八，１－

５），经常与其他类型的铜钺

共出，年代多为战国秦汉时期。

越南北部及泰国、缅甸也发现不少蕈状铜钺〔３〕（图一七，４－６；图一八，６、７），形制与西南

夷地区所出相近，其中越南鼎乡墓地和位于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的班诺洼（Ｂａｎ　Ｎｏｎ　Ｗａｔ）青

铜时代墓地还出土过铸造此类铜钺的石范与陶范。可见，此类铜钺分布亦较广泛。班诺洼所

出蕈状铜钺年代可至公元前九世纪甚至更早，要早于上述其他地区的同类铜钺，且有些可能属

红铜制品〔４〕。所以，此类铜钺很可能最初起源于呵叻高原即蒙河（Ｍｕｎ　Ｒｉｖｅｒ）上游地区，后

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出去，被包括西南夷在内的其他族群接受并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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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蕈状铜钺
１．昌宁卡巴洼出土　２．云龙坡头村出土　３．红河阿底坡出土　４．大理金梭岛

出土　５．西双版纳州博物馆藏２０３　６．泰国班垦仑出土　７．越南鼎乡Ｂ１３ａ－１

（八）宽尖叶形铜锄

铜锄是西南夷考古遗存中

最常见的农具，反映了当时锄耕

农业的发达。这些铜锄一般竖

銎，但平面形状不一，有方形、梯

形和宽尖叶形等，其中宽尖叶形

铜锄数量最多，分布也广，尤其

在滇池地区和滇东南出土较多

（图一九，１－３）。

越南北部也发现不少宽尖

叶形铜锄（图一九，４、５），形制与

云南特别是滇东南所出基本相

同，其中在河内附近的古螺城

（Ｃｏ　Ｌｏａ）遗址曾出土一面铜

鼓，鼓内集中放置了上百件这样

的铜锄〔１〕。战国秦汉时期，越

南北部的骆越族也从事农业，又

图一九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铜锄
１－５．宽尖叶形锄（晋宁石寨山 Ｍ７１∶１９１①、个旧贾沙出土、广南牡宜白崖脚 Ｍ１∶５、越南山西出土、越南古螺城出土）

６．蝶形锄（越南清化出土）

　

有红河等通道与西南夷地区相连，故双方在农具及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存在联系是很正常的。

总体来看，宽尖叶形铜锄在西南夷地区发现较多，使用也很广泛，所以其很可能是由北向南传

播至越南北部的。越南北部还出土很多其他类型的铜锄，最典型的就是颇具地方特点的蝶形

铜锄（图一九，６）。与这些铜锄相比，宽尖叶形铜锄明显不占主流，亦说明其为外来文化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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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青铜装饰品

青铜装饰品在西南夷地区和古代东南亚都曾十分流行，且不论形制还是佩戴方式，两地都

有不少近似之处，较典型的主要是各种铜镯。

（一）串式铜镯

图二　西南夷地区出土遗物
１、２、４．串式铜镯（陆良薛官堡 Ｍ７６∶１、江川李家山 Ｍ５９Ｂ∶

７、泸西石洞村 Ｍ６５∶１－２）　３．串式金镯与有领玉镯（江川

李家山 Ｍ６９∶１０２）

　

此类铜镯实际是由多个单体环状铜镯组

成，使用时成串戴于臂上。从西南夷地区的情

况看，铜镯有细条环状和宽片环状两种，前者发

现较多，成串佩戴时往往多达数十圈（图二，

１、４），后者发现较少，但制作略复杂，外壁常镶

嵌孔雀石片或绿松石片（图二，２）。这两种铜

镯一般分开佩戴，但偶尔也组合在一起。串式

细条环状铜镯主要分布于滇东高原，在陆良薛

官堡〔１〕、泸西石洞村〔２〕、师宗大园子〔３〕等墓

地有大量出土，此外昌宁大甸山和坟岭岗〔４〕以

及盐源老龙头〔５〕也有发现，年代多属战国晚期

至汉代。薛官堡出土的一组串式细条环状铜镯

上残留有线绳编缀痕迹〔６〕，表明这些镯有的可

能是被编缀在一起的。在师宗大园子墓地还

发现不少串式细条环状铜镯和有领玉镯搭配

使用，通常是单件有领玉镯戴于铜镯前端（图

二一，１）。串式宽片环状铜镯主要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华宁小直坡、剑川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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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图二一　串式镯的佩戴
１．串式铜镯及有领玉镯（师宗大园子 Ｍ１７９出土）　２．串式贝壳镯及有领石镯（泰国班诺洼Ｂ１６１出土）

　

山〔１〕、昌宁坟岭岗和白沙坡〔２〕以及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３〕等地。石寨山和李家山还出

土形态相近的串式宽片环状金镯，李家山 Ｍ６９所出金镯前面亦搭配有单件有领玉镯〔４〕（图二

，３）。串式宽片环状铜镯年代上与串式细条环状铜钏大体相当，但等级明显要高。

东南亚发现的串式铜镯也有细条环状和宽片环状两种，主要出自泰国东北部，尤以蒙河上

游的呵叻高原一带最为集中。从班诺洼〔５〕、农武洛（Ｎｏｅｎ　Ｕ－Ｌｏｋｅ）〔６〕、农班迦（Ｎｏｎ　Ｂａｎ

Ｊａｋ）〔７〕以及班垦仑（Ｂａｎ　Ｋａｎ　Ｌｕａｎｇ）〔８〕等遗址（图二二，１、２）看，这些铜镯均出自墓葬，年代

跨度较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同时发现的还有成组使用的铜指环，形态与串

式细条环状铜镯颇为相似。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也发现一些串式宽片环状铜镯，其上多挂铜

铃，但很少有镶嵌孔雀石片或绿松石片的（图二三，３）。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国班诺洼年代更早

的青铜时代二至四期（公元前十世纪至前八世纪）墓葬中，盛行随葬由贝壳制作的镯，亦多为串

式佩戴，且和师宗大园子墓地铜镯以及江川李家山 Ｍ６９金镯相似，前端多搭配单件有领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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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泰国出土串式铜镯
１．农武洛Ｂ３０出土　２．班诺洼Ｂ４８５出土

是有领镯都为大理石质地〔１〕（图二一，２）。因

此，作为镯的一种类型或佩戴方式，串式镯很可

能是从泰国东北部尤其是呵叻高原一带向外传

播〔２〕，后来进一步发展并在西南夷等地盛行起

来的〔３〕。在此过程中，镯的材质不断丰富，除

普遍使用青铜外，还见黄金、象牙〔４〕、玻璃〔５〕

等质地。从细部形制和工艺看，西南夷地区尤

其滇东高原出土的串式细条环状铜镯与班诺洼

及其附近遗址所出同类镯十分接近，或说明彼

此人群间有过某种较紧密的联系，甚至是直接

的接触。

（二）管形铜镯

此类镯呈圆管形，外壁多饰弦纹和乳丁，从

外形看颇似臂甲，但尺寸要小得多。一般成对

出现，多戴于手臂上，少数见于脚端。在西南夷

地区，管形铜镯主要见于滇西横断山区的昌宁，尤以大甸山墓地出土较多（图二四，１、２）。

东南亚出土的管形铜镯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分布区，泰国也有发现。东山文

化的管形铜镯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自己一些特点，如镯体一般前细后粗，有的不闭合，有的外壁

挂铜铃，器身除弦纹和乳丁外，还常见辫索纹、涡纹以及尖齿状镂空装饰（图二四，３、４）。尽管

如此，从基本结构和使用看，其与大甸山所出管形铜镯之间显然是有联系的。泰国班诺洼和班

垦仑等遗址都出土过管形铜镯〔６〕，风格较接近东山文化的同类器。班诺洼的出自一座约相当

—７５３—

杨　勇：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Ｆ．Ｗ．Ｈｉ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Ａ．Ｋｉｊｎｇａｍ（ｅｄｓ．），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　Ｎｏｎ　Ｗａｔ：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Ｔｈｅ　Ｔｈａｉ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ｇｋｏｋ，２０１２．
发掘者推测班诺洼遗址出土的用贝壳和大理石制作的镯都是由外部输入的，但此种成串佩戴镯的方式可能是班诺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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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三　昌宁与越南出土挂铃铜镯
１．昌宁大甸山 Ｍ２∶１２　２．昌宁大甸山 Ｍ２∶１６　３．越南鼎乡Ｂ１３８－１２　４．越南鼎乡Ｂ１１１－２

图二四　昌宁与越南出土管形铜镯
１．昌宁大甸山 Ｍ３∶２　２．昌宁大甸山 Ｍ１８∶５

３．越南鼎乡Ｂ１３３－１　４．越南鼎乡Ｂ１２７－２

于汉代的儿童墓中〔１〕，一对两件。东山文化中也发现

儿童佩戴管形铜镯的情况〔２〕。因此，泰国的这些管形

铜镯应当和东山文化有联系。总的来说，管形铜镯可

能是东山文化的传统，昌宁所出虽应为当地制造，但推

测是受到了东山文化的影响。

（三）挂铃铜镯

此类铜镯在西南夷地区发现很少，仅见于滇西横

断山区的昌宁。大甸山 Ｍ２出土一对，宽片环状，外饰

辫索纹，其中一件保存较完整，周围挂一圈共六个小铜

铃。铜铃环钮，穿挂于镯外壁上的半圆环上（图二三，

１、２）。下葬时，挂铃铜镯戴于墓主手臂，且与管形铜镯

搭配使用。

越南北部出土的挂铃铜镯较多，一般为宽片环状

或圆管状，外壁也多饰辫索纹。周围挂铃方式与大甸

山的相同，但铃的数量不一，少者一两个，多者十余个

以上，部分铜镯尤其是管形铜镯所挂铜铃可分上下多

圈（图二三，３、４）。不难看出，大甸山出土的带铃铜镯

与管形铜镯一样，反映了东山文化的影响，因数量少，

甚至不排除是由后者直接输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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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铜技术与青铜艺术

从青铜器的制作，包括工艺技术和艺术审美，也可以观察到西南夷与古代东南亚之间的密

切联系。

大量考古发现及研究显示，西南夷和东南亚古代很多民族在青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着许多

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如铸造和锻造兼用、都以双合范和失蜡法铸造为主、偏重铜锡合金、多石范

但又有陶（泥）范、部分族群能铸造铜鼓等大型铜器等，这显然非偶然，反映了两地青铜技术可

能有共同或相近的渊源，也说明彼此在这方面有密切的交流。

据现有考古发现，西南夷地区特别是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至迟开始于公元前二千纪后半。

目前虽然对当地青铜技术的起源问题讨论很少，但在青铜文化的发展上，多不否认外部因素的

影响，特别是后来即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青铜文化的快速兴起，明显受到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刺

激〔１〕。就东南亚而言，一般认为其早期青铜技术是由外部传入的，但与年代问题相关联，对具

体来源又有不同看法。乔伊斯·怀特（Ｊｏｙｃｅ　Ｃ．Ｗｈｉｔｅ）等学者依据泰国班清等遗址所出青铜

器，主张东南亚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两千年，其技术源于北方“欧亚森林—草原冶金区”，是公

元前三千纪末塞伊玛—图宾诺冶金术向南扩张经中国西北、西南传入的〔２〕。查尔斯·海厄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ｉｇｈａｍ）等学者则认为，东南亚早期青铜器出现于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段，源头可追溯

至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文化，后者由中原和长江流域向南传播，有部分文化因素经岭南

进入东南亚〔３〕。后来通过对距班清不远的班诺洼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海厄姆进一步提出东

南亚青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一千年前后开始的〔４〕。班清遗址的测年和断代一直饱受质疑，不

少学者认为其较实际偏早〔５〕。相比而言，班诺洼遗址的测年和断代无论是资料还是方法都相

对更为可靠。不过，乔伊斯·怀特等学者总结的东南亚早期青铜技术与塞伊玛—图宾诺的诸

多相似性很值得重视。这种多重相似性，除了存在渊源关系外，很难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事实

上，在这些相似性中，有不少同样见于中国西南甚至华南，如石范技术、失蜡法、铜锡合金等，而

且与之相关的一些习俗如“铸匠墓”亦是如此〔６〕。这表明，不单是东南亚，亚洲东南部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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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铸铜陶范
１．三叉格剑范（大理海东出土）　２．蕈状钺范（泰国班诺洼Ｂ５４９出土）　３．镯范（泰国班诺洼Ｂ５４９

出土）　４．镞范（越南乌塔丘出土）

　

地方，包括西南夷地区，历史上可能都曾受到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发生的

时间持续较长，过程及线路等也都比较复杂，很难全部探明。

当然，东南亚古代青铜技术的来源可能是多元的，查尔斯·海厄姆强调中国的影响，并非

没有道理。这方面，除其本人及有关学者所做的研究外，班诺洼等遗址出土的陶范也应引起注

意。因为讨论东南亚早期青铜技术与商周青铜文化的联系，陶范铸造很可能是一个关键证据。

如众所知，从欧亚草原到中国的边远地区，包括西南和华南，铜器铸造长期以石范铸造为主，而

在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陶范后〔１〕，陶范铸造很快取代石范铸造并迅猛发展，成为

中国商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青铜铸造方法〔２〕。班诺洼出土四百余件完整范和残块，陶范占了

多数，石范只有一小部分〔３〕。这些陶范多为双合范，主要用来铸造斧（钺）、镯等小型铜器（图

二五，２、３），根据部分墓葬的断代，其在当地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公元前八世纪〔４〕，此后一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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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早期铁器时代。要说明的是，陶范不只是性能、功效等优于石范，其对可塑性、干硬度、耐

火度、收缩－膨胀率、发气量、充型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高〔１〕，故在制作和使用上都需要一定

的技术及经验积累。从发现看，班诺洼的陶范铸造出现较为突然，很显然，其和东南亚其他青

铜技术一样，最初可能都是由外部输入的。而向外追溯，中国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最有可能的源

头。这不仅因为后者陶范铸造发达，而且至少在商代，中原与东南亚的交往就已存在〔２〕，当时

中原文化曾呈“层层浪花”式不断向南方扩散和辐射，至晚商阶段，不少源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如

牙璋、有领镯（“Ｔ”形环）等已出现于东南亚〔３〕。如前所述，班诺洼青铜时代二至四期即公元

前十世纪至前八世纪，就曾盛行有领镯。在此背景下，中原地区的陶范技术通过某些途径进入

东南亚及班诺洼当不足为奇。

除了班诺洼，泰国东北部和中部还有不少地方出土过铸铜陶范，包括铸造铜锭的杯形或平

底锥形的陶范〔４〕。另外，越南各地〔５〕（图二，６；图二五，４）以及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也有铸铜

陶范的发现〔６〕。这些陶范的年代早晚不一，有的与班诺洼的相当或略早，也有的可至公元前

后，除越南永福省大村墓地出土的羊角钮钟范外，多为铸造小型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的双合范

或单范〔７〕。可见，陶范技术在东南亚出现后，还有一定的发展和延续〔８〕。值得关注的是，西

南夷地区也发现过铸铜陶范，见诸报道的有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的铸造剑、矛、锄等铜器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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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１〕。该遗址可能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年代约在西汉〔２〕。此外，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

馆也收藏一些陶范，铸件主要有剑、钺、锄等，多出自海东一带的古墓葬，同出的还有陶鼓风管

等遗物，可知墓葬或为铸匠墓〔３〕。从铸件看，大理海东所出陶范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有的已进

入汉代，如格两侧带尖齿状和环钮状突起装饰的三叉格剑（图二五，１）。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

地区的鼓、釜等铜器的铸造有些可能也使用陶范，但至今未见考古发现，具体情况不明。就兵

器、工具、装饰品等小型铜器的铸造而言，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包括巴蜀在内的西南地区大

多使用石质双合范。因此，大理、弥渡等地的陶范铸造技术或亦非本地传统。究其来源，现在

尚难做出准确判断。但根据年代，再联系上述部分铜器的传播情况，推测其来自东南亚并非完

全没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一方面说明文化、技术的传播特别是其线路和方向十分复杂，有

时甚至出现“折返”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南夷与东南亚之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西南夷

和东南亚那些有共同或相近渊源的青铜技术，无论最初源于何处，其在两地的传播都伴随着人

群的往来和交流，甚至是制铜工匠的流动。

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为世人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神秘而独特的艺

术风格。在这方面，两地整体上有较大差异，但同时也存在不少联系。就具体表现而言，以青

铜器上的纹样、雕像等外在装饰最为明显。

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种类都较繁多，彼此相同或相似者也有不少。如

芒纹以及羽人、竞渡、翔鹭等纹饰，普遍存在于石寨山型、文山型和东山型铜鼓上。在东山文化

中，类似纹饰还见于铜提筒、铜钺。又如云雷纹、锯齿纹、涡纹等几何纹，两地青铜工匠都非常

喜爱，其中呈“Ｓ”形或卷云状的双涡纹，使用和分布尤为广泛，不仅大量出现在西南夷各地出

土的青铜器尤其是兵器和装饰品上，而且还常见于东山文化以及越南南部出土的戈、铃等青铜

器上。再如各种动物纹饰，于两地青铜器上也都得到充分展现，尤其是滇文化和东山文化在这

方面非常突出，尽管动物种类不尽相同，但注重动物装饰的取向是一致的。此外，西南夷特别

是滇文化青铜器上的纹饰有不少是錾刻而成的，主要以连续的点和短线来构图，风格别致，此

种纹饰及技法在东山文化的部分青铜器如护胸甲片上也能见到〔４〕。

除器表纹饰外，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还常以雕像加强装饰效果，特别是西南

夷中的滇文化，可谓集大成者。在滇池地区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大部分都可见到雕像装饰，

尤其在扣饰、杖首、贮贝器以及剑、钺等兵器上，各类雕像比比皆是。这些雕像有圆雕、浮雕、透

雕等多种样式，形象以人物和动物为主，强调写实，常描绘各种场景。东南亚出土青铜器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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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２５０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６５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笔者参
观该馆时，蒙杨长城、孙健、杨德文先生关照，得以对部分实物进行细致观察。



图二六　西南夷地区与越南出土青铜器雕像装饰
１、２．剑茎饰（江川李家山 Ｍ２４∶８５、越南那山出土）　３．勺

柄饰（江川李家山 Ｍ２２∶２０）　４．扣饰（江川李家山采∶

３５１）　５．提筒盖饰（越南陶盛出土）　６．戚銎饰（晋宁石寨

山 Ｍ１０∶８３）　７．灯柄饰（越南越溪出土）　８．器柄饰（越南

河东出土）

　

像装饰没有滇文化发达，但从造型、位置等方

面看，彼此仍有联系。如越南北部东山文化的

铜剑茎部常见人物雕像，虽然为本地人的形态

和服饰（图二六，２），但此种装饰手法与滇文化

同类剑如出一辙（图二六，１）。又如东山文化

及泰国、柬埔寨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往往有作

为附属装饰的小型人物或动物雕像（图二六，

７、８），亦与滇文化类似（图二六，３、６）。现藏越

南历史博物馆的陶盛铜提筒是一件有名的东

山文化青铜器，其盖上对称铸有四对男女交媾

雕像〔１〕（图三，２；图二六，５），造型与云南江川

李家山出土的男女交媾铜扣饰〔２〕（图二六，４）

非常相似。这不仅是艺术创造的借鉴，实际还

反映了滇和骆越同为农耕之族，可能都有生殖

崇拜的信仰和习俗。

总体而言，西南夷与东南亚古代民族在青

铜艺术上曾互有影响，但由于西南夷特别是滇

文化的青铜艺术成就更高，故在交流中明显处

于强势的一方。另外，青铜艺术往往是现实环

境和现实生活的写照，因此透过其联系，还可

以观察到西南夷与东南亚古代民族在生业经济、生活习俗、精神信仰等方面的一些共性及相互

交流和影响。

六　综合讨论

以上研究表明，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礼乐器、容器、炊具、兵器、工具、

装饰品等，彼此都有联系，另外两地在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方面也互有影响，这充分反映出历

史上的西南夷与东南亚曾有过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错综复杂，有很多族群和区域都

牵涉其中，联系的形式、背景和动因等也多种多样，具体的交通线路更超乎我们的已有认识。

过去中外学者多关注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及泰国班清文化的联系，原因除了这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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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８７－９１页，梁志明译，河内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２期。



图二七　西南夷与古代东南亚交通示意及部分遗址（墓地）分布图
１．羊甫头　２．天子庙　３．石寨山　４．李家山　５．小直坡　６．八塔台　７．薛官堡　８．大园子

９．石洞村　１０．石榴坝　１１．普驮　１２．牡宜　１３．坡头村　１４．坟岭岗　１５．大甸山 　１６．合家

山　１７．大波那　１８．老龙头　１９．可乐　２０．万家坝　２１．打篙陡　２２．铜鼓山　２３．元甘　２４．
哈林 　２５．科科卡拉 　２６．拜迪根 　２７．缪哈拉　２８．大村　２９．古螺城 　３０．越溪　３１．东山

３２．鼎乡　３３．班清　３４．翁巴 　３５．农班迦 　３６．农武洛 　３７．班诺洼 　３８．班垦仑　３９．波赫

４０．乌塔丘　４１．行棉　４２．云舟山　４３．龙交　４４．榕鱼巴

　

相对发达且影响较大外，与相关考古资料较为丰富也有很大关系。随着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

各地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当地历史上的很多古国、古族的文化面貌开始逐渐呈现出来，从而

为探讨古代两地间的往来和联系提供了大量新的线索。根据以上对青铜器的考察，除滇之外，

西南夷中的夜郎、句町、哀牢以及文献中缺乏记载的一些古国或古族均和当时的东南亚发生了

各种各样的联系。东南亚的情况同样如此，不仅东山文化和班清文化，大陆东南亚的许多地方

甚至是印度尼西亚等岛屿地区，也都与西南夷有过接触和联系。
—４６３—

　 考古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早在秦汉王朝经略统一岭南和云贵高原之前，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便已出现很多有影响

的古国或所谓复杂酋邦〔１〕。这些古国虽相对封闭，但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它们

又以贸易、外交、纳贡等形式与外部接触往来。在滇文化贮贝器等青铜器上，不乏表现这类活

动场景的雕像和纹饰。而由以上青铜器看，这样的接触和往来空间范围很广，并不限于西南夷

地区或东南亚之内。要说明的是，对于各种跨区域的交流，当时的西南丝绸之路显然起到了助

推作用。作为一个复杂的交通贸易网络，汉代及其之前的西南丝绸之路尽管面貌还未被全面

揭示，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南夷和东南亚的很多族群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同时它的存在

和运转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

为争夺资源或其他利益，相邻的古国或部族之间经常发动战争，虽多是小范围的，但有时

却造成跨区域的族群迁徙。在西南夷地区，此种情况至西汉中晚期仍时有发生，如汉成帝时夜

郎与句町、漏卧等族争斗，失败后便有部分人群南迁中南半岛，有的成为《后汉书》中提到的九

真徼外夜郎蛮夷。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对西南边疆的大规模开拓和经略，更是打破了西南夷地

区原有的族群关系和政治生态，引发了很多族群迁徙活动。面对汉王朝的征服和统治，一些不

愿归附或反抗失败的土著族群特别是其上层人物被迫逃亡或迁徙，其中有不少就远遁进入了

东南亚。上述西汉末夜郎南迁，起因虽是土著族群间的争斗，但实际与汉朝加强对其控制和镇

压也有很大关系。当然，有关这类跨区域的族群迁徙，文献极少记载，正是以上青铜器及相关

考古发现勾勒出了其大致踪迹。

关于西南夷通往东南亚的交通线，以往学者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三条：一是由大理经保山向

西出缅甸再西行至印度的“身毒道”；二是元江—红河道；三是由滇池地区经滇东南文山和越南

北部河江、宣光至红河三角洲的道路。这几条线路和当时的西南丝绸之路密切关联，重要性不

言而喻，以上所论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也都是经由其传播的。但除此之外，由青铜器及相关

考古发现可知，西南夷与东南亚之间还有其他一些联系的通道，只是因相对偏僻而很少受到关

注，文献也鲜有提及。另外，部分道路进入东南亚后，实际又有进一步延伸或不同方向的支线，

且多与西南夷同当地的交往、联系有关（图二七）。

在这些通道中，当时沿澜沧江及其支流开辟的交通线路最值得重视。澜沧江顺横断山脉

南下，经滇西南的西双版纳进入中南半岛，之后称湄公河。汉代哀牢夷中部分人群南迁，可能

主要就是沿该河前行的，最远可达中南半岛南部。泰国、柬埔寨等地与西南夷之间的交通和联

系，有些路段推测也和湄公河有关。此外，沿澜沧江南下至滇西南，再折向东沿李仙江———沱

江，或经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还可通往越南北部的骆越地区。从钺、镯等青铜器看，战国秦

汉时期滇西横断山区和越南北部联系很密切，两地人群可能正是经由此路往来交通的。这一

通道避开滇和昆明等族群或更为安全畅通。据文献记载，西汉早期窃据岭南的南越国，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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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八　勐腊县出土有胡长援铜戈
　

曾影响到滇西横断山区〔１〕，甚至派遣过

使者到达当地〔２〕。而联系到汉武帝时期

汉朝派往身毒的使者被昆明等族阻于滇

以及骆越为南越国所役属等史实，不难推

测南越国很可能亦是利用此线路联络滇

西的。

　　澜沧江流经的滇西南考古工作一直

开展较少，但从零星出土的青铜器看，战

国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并非与外界没有联系。如澜沧出土的不对称形铜钺及石范〔３〕、勐海出土

的铜鼓等〔４〕，无不反映了外部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双版纳州境内出土

的一件蕈状铜钺形制特别〔５〕（图一八，５），其銎口较宽呈倒“八”字形，圆弧刃且两端较尖，相似

者还见于泰国班垦仑遗址〔６〕（图一八，６），彼此当有联系。此外，勐腊勐捧镇出土的一件有胡

长援铜戈在西南夷地区也很罕见〔７〕（图二八）。根据发表的线图以及笔者对实物的观察可知，

该戈援后部近阑处带有简化的翼〔８〕，且戈的体型较大，整体造型尤其是长援微弧的风格与越

南南部和泰国出土的带翼铜戈非常相近，故很可能是由这些地方输入的。这些都暗示，沿澜沧

江不仅存在非常重要的连接西南夷和东南亚的交通线，而且使用这些道路的既有南下的西南

夷人群，也可能有北上的东南亚居民。

西汉末夜郎部族从南迁九真，其路线也需引起注意。这一事件的发生虽与汉朝诛杀

夜郎王并对其部属进行镇压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与句町等部族的争战及失败后所受到的

威胁。所以夜郎向南迁徙必须避开活动于今云南广南和广西西林一带的句町，而绕道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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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一般认为桐师位于今云南保山
境内。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１３７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２０２－
２０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２０９、２１０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２１０、２１８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ｉｇｈａｍ，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山市文物管理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临
沧市文物管理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西部边境地区考古调查报告》，２１４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此件铜戈现藏于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笔者参观该馆时，蒙岩坎翁先生热情接待和帮助，对铜戈进行了
细致观察，确认其带翼。



部，最后沿左江或其他道路进入越南北部，到达今清化、义安等地，这些道路曾是南越国与越南

北部的主要交通线，但可能早为夜郎等西南夷所知晓。

伊洛瓦底江是中南半岛大河之一，其主体部分由北向南贯穿缅甸境内，汇入安达曼海。过

去学术界在讨论古代云南和印度等地的交通时，多关注经缅甸北部向西通往印度阿萨姆等地

区的通道。实际上，从保山沿大盈江或瑞丽江进入缅甸后，还可顺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南下进

入缅甸南部及印度洋。这些通道在海上贸易兴起之后变得愈发重要。文献所记大秦（古罗马）

人由海道至永昌、益州〔１〕，应当就是顺此通行的〔２〕。上述关于青铜器的讨论多次提到伊洛瓦

底江的支流萨蒙河，该河位于曼德勒省南部，北与伊洛瓦底江上游相接，南隔不远与流入安达

曼海的锡当河（Ｓｉｔｔａｕｎｇ　Ｒｉｖｅｒ）相望，正好形成纵贯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萨蒙河－锡当

河贸易干道”〔３〕。萨蒙河流域出土的钺、盒等带有滇西风格的青铜器表明，这条线路可能很早

就成为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传播及人员往来的通道。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考古学上，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不仅反映在青铜器等物质文

化方面，也体现于丧葬习俗、观念信仰等精神文化领域。如丧葬习俗，东南亚发现的船棺葬、石

棺葬、套头葬等在中国西南都能找到渊源，对此过去也有不少讨论〔４〕。如何结合多种材料，尤

其是新的考古发现来分析和认识这种跨区域且同为多民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进

而探索和揭示古代交通、族群迁徙、文化交流等历史上的人类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影响，值得不断思考和探究。

　　附记：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

１８ＢＫＧ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部分插图由何恬梦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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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勇：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１〕

〔２〕
〔３〕

〔４〕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
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的走向》，《西南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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